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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史学思潮的文化史研究理论与梁启超的文化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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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由美国史学家鲁滨逊和德国学者李凯尔特所倡导的新史学思潮认为：文化史研究不同于传 

统史学主要在于扩大了史学研究的范围，把人类所有的问题尤其是“进步”作为研究的对象，其任务就 

是揭示历史的规则和价值，从个别中说明现实；史学不同于自然科学主要在于其历史性和个别性；史 

学科学化的道路就是文化史研究。“五四”期间，梁启超接受了新史学思潮，既在《中国历史研究法》及 

《补编》中构建了中国的新史学理论体系，又在《五千年史势鸟瞰》和《中国文化史——社会组织篇》中 

完成了部分中国文化史的研究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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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史学思潮诞生于 19世纪末 2o世纪初的欧美 

国家，是针对传统史学和实证主义史学而产生的。与 

传统史学致力于政治史、军事史和外交史不同，新史 

学与实证主义史学一样主张从更加广泛的范围研究 

人类社会的各个方面；但又与实证主义史学多从历史 

观上否定传统史学不同，新史学似乎更多地是从史学 

观念上突破传统史学的樊篱，更加理智地运用文化史 

研究的形式。可以说，伏尔泰、巴克尔和福泽谕吉为 

代表的文化史家的贡献是以科学的名义研究文化史 

(即以自然科学改造历史学，把历史学看做是与自然 

科学完全相同的科学)，而鲁滨逊和李凯尔特为代表 

的文化史家则把文化史看做是科学(即反对用自然科 

学的方式改造历史学 ，而认为历史学作为一门学科 ， 

有着与 自然科学不同的特性，而这种特性正是构成历 

史学的科学性不同于 自然科学的科学性之所在)。对 

于中国学术发展来说，前者成就了2o世纪初的以梁 

启超为代表的文明史研究，后者又成就了“五四”时期 

的梁启超的文化史。 

一

、“人类的问题”与“价值”：文化史研 究的新 

观念 

(一)“人类的问题”：《新史学》的文化史研究视野 

《新史学》u】是美国著名的史学家鲁滨逊的史学 

名著，出版于 1911年，书中汇编了他历年的论文和演 

说 ，集中反映了他的文化史研究的思想观点。 

鲁滨逊阐述了文化史发展观。他说，人类文明的 

出现是很近的事情。假定把人类全部历史比喻为 l2 

个小时，现在是正午时间；假定人类历史已经有24万 

年，1小时代表 2万年，1分钟代表 362年又4个月。 

那么，埃及和巴比伦文明的出现是在 11时40分，希 

腊文化只距今7分钟，培根撰写《论学术的进展》距今 

不过 1分钟，蒸汽机的发明距今半分钟。由此，鲁滨 

逊得出结论说，人类的进步最初非常缓慢，后来是越 

来越快；古代那些创造文明的人如泰勒斯、毕达哥拉 

斯、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等“实在是我们同 

时代的人”，他们的智力与我们是相同的，只是由于时 

代的延续，“知识是一直经常增加的”u J(n6D；人们对 

于进步和知识的认识有一个过程。可见，鲁滨逊的文 

化史观承继了巴克尔的文明史观，即认为历史是进步 

的，历史发展的动力是知识。但与巴克尔不同的是， 

巴克尔指出知识是历史发展的动力，即从文明史出 

发，从人类历史的创造和发明的角度，认为知识的获 

取是依靠怀疑精神和自由思想；而鲁滨逊则是从文化 

史出发，从人类历史的延续和发展的角度，认为知识 

的获取是依靠教育和模仿，“文化这样东西，或者是由 

模仿而来，或是由教育而来；假如没有模仿和教育，文 

化就要灭亡”u J(n 。此外，巴克尔和鲁滨逊都对于 

保守思想予以了批评，只是巴克尔对于传统文化表现 

出宽容，而鲁滨逊则更进一步予以肯定：“无论我们是 

赞美过去，或是咒骂过去，我们总是过去的子孙；而过 

去把我们培养起来。这就是我们的处境。”u J(n7” 

鲁滨逊对文化史研究的对象和任务予以论述。 

关于文化史研究的对象，伏尔泰和巴克尔曾经质疑传 

统史学的只研究政治史、军事史和外交史的过于狭 

隘，主张研究风俗史和域外史。鲁滨逊承继了这一观 

点，认为文化史研究的范围很广，举凡一切“人类的问 

题”如探险、商业、建筑、教育、著书、绘画等，大到民族 

的兴亡，小到小人物的情感，都是可以纳入近来。当 

然，也不是说文化史家就没有选择的什么都研究，而 

是以“人类进化”为标准，选择那些与此相关的事情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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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研究⋯(PB)。至于文化史研究的任务，不是如传统 

史学那样的要汲取过去事情的教训 ，而是通过“使我 

们懂得我们 自己和人类的问题与情景”，“解除对于各 

种生疏不明情况的迷惑”，“给我们提供一些改良人类 

现状的原则”⋯(1~5AT)。由此出发，鲁滨逊说，对于生 

活在现代工业学校的男女学生而言，史学的任务就是 

在确定他们“所处的地位和工业教育所提出的要求” 

之后，提出他们“应该知道的、应该记得的”“那些人类 

过去的事实”⋯(聊)。 

鲁滨逊谈到了文化史研究的科学性问题。本来 ， 

巴克尔希望用科学实验的方式探求历史发展的规律， 

从而使史学成为科学。鲁滨逊则对史学史加以总结 ， 

说努力使史学成 为科学的倾 向在 19世纪有两种途 

径，一是如兰克那样对待史料的批判与怀疑精神以及 

如实地叙述历史的主张，二是马克思的通过注重经济 

生活和巴克尔注重探讨历史发展规律。鲁滨逊认为 

这两种努力都决不可能使史学成为真正的科学，因为 

客观上历史现象十分复杂，历史资料短缺，主观上脱 

离不了想像和牵强的习性。鲁滨逊这样说，并不是否 

认史学科学化，只是更为求实地说明史学的科学化不 

是要使史学完全成为如同物理学、化学、生理学或者 

人类学那样的科学，而是说史学可以具备如同这些科 

学一样的某些特点。换句话说，史学不是科学，但史 

学具有科学性。史学的科学性的途径在于：“使它成 

为历史性的历史”，即注意考察“产生这种历史兴趣的 

原因及其逐步的演变”，“追溯变迁的缓慢的过程”，也 

就是研究专门的问题，“其目的在于要在许多方面来 

改正历史，来扩大和加深历史的作用”Ill( 钾 ； 

“研究整体过程”，因为人类历史“决不是科学地分门 

别类的总和”，单纯地注重分类研究 ，就会产生荒谬的 

结论，因此“应该将一切社会科学的研究成果综合起 

来，用过去人类的实际生活加 以验证”⋯( 、 ，也就 

是把问题放在一定的历史范围内进行解释。由此 ，鲁 

滨逊对史学的未来预言说，“历史学者将来会越来越 

专业化，而且可以补充当时各种科学家的不足”；“我 

相信：历史学家将来会对解释现状越发感到兴 

趣”⋯(嘞)。应该说，后来文化史研究的发展，尤其是 

在中国的发展 ，充分验证了这些预言。 

鲁滨逊进一步论述了文化史研究的科学性的途 

径。指出，“历史眼光”也就是用发展的观点看问题是 

文化史研究区别于传统史学的主要标志，也是借鉴于 

其他专门科学的方法的结果；又说，“一切的科学都是 

永远互相依赖的”⋯(嘟)，所以，文化史研究“必须利用 

其他科学家所能提供给历史学的学说”⋯(啪)。 

(二)“价值”：《文化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史学科 

学观 

《文化科学和自然科学》_2]是德国著名的历史哲 

学家李凯尔特的文化史研究的名著。 

从自然科学和文化科学的研究对象区别中，论述 

了文化史研究的对象和范围。李凯尔特说，所谓文化 

就是与自然自身生成不同，而是人事的活动或是与人 

事活动相关的东西：“与自然相对立，文化或者是人们 

按照预计目的直接生产出来的，或者是虽然已经是现 

成的，但至少是由于它所固有的价值而为人们特意地 

保存着的。”_2J(啪’因此，价值就构成文化的特征，“价 

值是文化对象所固有的，因此我们把文化对象称为财 

富”_2J(P21)。由此，文化史研究的对象就是人事活动， 

就是价值，也就是考察人事活动有无意义。因为人事 

活动很广泛，所以文化史研究的范围也十分广泛，如 

宗教、法学、史学、哲学、政治经济学等这些与人事活 

动有意义的学科，都可以纳入到文化科学的研究范围 

之内。 

从文化科学和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的区别中，论 

述了文化史研究的任务。李凯尔特说，事物的发展存 

在着两种形式：一种形式是连续性，“每一个占有一定 

空间和一定时间的形成物，都具有这种连续性”。这 

可以称为“关于一切现实之物的连续性原理(Satz der 

Kontinuitat alles Wirklichen)”；另一种 形式是个别性， 

“每个现实之物都表现出一种特殊的、特有的、个别的 

特征”。这可以表述为“关于一切现实之物的异质性 

原理 (Satz der Heterogeneitat alles Wirklichen)” 丹̈ 。 

自然科学探索自然发展的连续性，所使用的是“普遍 

化的方法”，也就是寻求自然发展的同；文化科学探索 

文化发展的个别性，所使用的是个别化的方法，它所 

寻求的是文化中的异。“当我们从普遍性的观点来观 

察现实时，现实就是自然；当我们从个别性和特殊性 

的观点来观察现实时，现实就是历史。 j(跚)因此，可 

以说，文化史把“一次性的、特殊的和个别的东西作出 

表述是它的课题”，其研究的任务就是“想从现实的个 

别性方面去说明现实”[ 。因为现实的个别性是 

多样的，所以，文化史研究就是要确定文化现象是否 

是本质的，也就是是否是有意义的。“对于研究文化 

事件的历史科学来说，现实分为本质成分和非本质成 

分 ，也就是分为历史上有意义的个别性和纯粹的异质 

性(Anderssein)。”【 J(m) 

从文化科学和自然科学的联系中，论述了文化史 

研究的功用。在这里，李凯尔特把文化史研究看做是 

历史学科学化的途径。一方面，文化史研究采用了科 

学的概念。科学的特征是寻求普遍化的概念，而历史 

学则是寻求个别化、特殊化的，文化则给予历史寻求 

个别性、特殊性提供了标准，从而促使历史在个别化 

中生成概念：“历史学家首先研究的，只是那些在其个 

别特性中或者体现出文化价值本身或者与文化价值 

有联系的对象；而在任何一个单一的对象从其异质性 

方面向历史学家提供的那无限众多的成分当中，历史 

学家又选择那些作为文化意义的依据，构成历史的个 

别性并与纯粹的异质性不同的成分。因此，文化概念 

给历史概念的形成提供了一条选择本质成分的原则， 

犹如作为现实的自然概念从普遍的观点对自然科学 

所做的那样。通过文化所 固有的价值以及通过与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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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的联系，可叙述的、历史的个别性概念才得以形 
成。”[2](m 这样，正是文化史研究的展开，才“使历 

史得以成为一门科学” J(Pr2)。可以说，“没有价值，也 

就没有任何历史科学”[ ](P76)。另一方面，文化史研究 

消除了史学家的主观的随意性，使得历史的概念具有 

“客观性”。文化概念一经确认，那么文化价值就“被 

普遍地、即被所有的人评价为有效的，或者至少被文 

化集团的全体成员期望为有效的”，这样，就“使历史 

概念的形成排除了个人的主观随意性，因而是历史概 

念形成的‘客观性’的依据” J(晰)。 

作为新史学思潮中的同龄主将，鲁滨逊和李凯尔 

特在文化史研究上的理论观点颇多契合。比如都看 

到文化史研究的范围广泛，文化史研究重视历史的个 

别性、特殊性的探讨，文化史是使史学成为科学等。 

但也有不同的地方。比如鲁滨逊多是从历史进化观 

上讲述文化史研究的对象和范围，而李凯尔特则是从 

文化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学术关系上论述文化史研究 

的对象和范围的；作为历史学家，鲁滨逊的著作实证 

的分量重，读来通俗，而作为哲学家，李凯尔特的著作 

思辨的内容多，较为晦涩。分析其相同的原因．是因 

为德国和美国同是新史学思潮的发祥地，而且两 国有 

着深远的学术交谊。鲁滨逊曾经到弗赖堡大学学习 

新史学思想，而现代文化史的奠基人兰普雷希特也曾 

经访问美国的哥伦比亚大学，传授他的新型文化史 

观，接受该学校的名誉博士学位，促成了这所大学成 

为美国新史学的摇篮。而其不同的原因，则可以说是 

两国的文化个性不同所导致的。美国是一个新兴的 

务实的民族，而德国则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文化的并 

重视思辨的民族。文化个性的不同导致他们在文化 

史研究上也或多或少有所不同。如在文化史研究的 

性质上，除了科学性之外，德国尚注重民族性，兰普雷 

希特文化史思想的最基本的概念是民族，民族是研究 

人类群体最合适不过的单位[ ](P334 ；而美国则 

非常讨厌民族性，巴恩斯则说，“民族是一种危险的文 

化幻觉——一种文化的心理病态或文化的神经错 

乱’’[1](n 。 

二、“人类社会”与“科学”：梁启超文化史研究的 

实践 

(一)“人类社会”：《中国历史研究法》的研究旨趣 

梁启超对于文化史研究理论的构建主要是在高 

校有关的教学过程中完成的。其中，《中国历史研究 

法》(1921年秋)及其《补编》(1925年秋)、《(中学国史 

教本)改选案并目录》(1923年)大致上体现着鲁滨逊 

的史学思想，而 1922年12月在南京金陵大学第一中 

学的讲演《什么是文化——为南京金陵大学、第一中 

学讲演》、《研究文化史的几个重要问题——对于旧著 

(中国历史研究法)之修补及修正》和为南通科学社年 

会所做的《科学精神与东西文化》则反映了李凯尔特 

的史学思想。 

《中国历史研究法》第 1章开篇就说：“史者何? 

记述人类社会赓续活动之体相，校其总成绩，求得其 

因果关系，以为现代一般人活动之资鉴者也。”这句话 

明确地表明了梁启超对于文化史研究的对象、任务和 

作用等的基本观点。 

在梁启超看来，文化史研究的对象就是“人类社 

会赓续活动之体相”。这里的“人类社会”就是要研究 

人类全体，而不是如旧史学那样只注意统治者或者说 

是政治史。可以说，这既是文明史研究中否定传统史 

学思想的延续，同时也是文化史研究中要求扩大史学 

视野的反应。很难得的是，梁启超在把自然科学和历 

史学区别的认识中，吸收了鲁滨逊和李凯尔特的观 

点，认识到了文化史研究对象的特点。他说，自然科 

学所研究的自然是“常为反复的完成的”、“常为普遍 

的”、“为超时间空间的”；而文化史研究的对象“人类 

社会赓续活动之体相”则是“一度的，不完成的”、“常 

为个别的”、“恒以时间空间关系为主要基件”。由此， 

个别性是历史发展的显著特征，也是选择历史研究对 

象的标志。“凡成为历史事实之一单位者，无一不各 

有个别之特性。此种个性，不惟数量上复杂不可偻 

指，且性质上亦幻变不可方物。而最奇异者，则合无 

量数互相矛盾的个性，互相分歧或反对的愿望与努 

力，而在若有意若无意之间，乃各率其职以共赴一鹄， 

以组成此极广大极复杂极致密之‘史纲 ’，人类不可恩 

议，莫过是矣。”L J(6革) 

文化史研究的任务有三个层次：第一，“记述”人 

类的活动；第二，“校其总成绩”，即检讨人类在历史上 

的成就；第三，“求得其因果关系”，即探讨历史上文明 

成绩获得的原因。因为历史发展是呈现出个别性 ，所 

以文化史研究的任务也就是探讨历史上复杂的个性 

之间的关系。史家的职责，就是在“极散漫极复杂的 

个性中，而觑见其实体，描出其总相，然后因果之推验 

乃可得施”H J(6革)。可以说，这里的第一点正是传统 

史学的基本任务，第二和第三两点则是文明史研究的 

任务。说明此时的梁启超还停留在文明史研究的漩 

涡里没有能够走出来。在《补编》里，梁启超说文化史 

研究的任务是“将过去的真事实予以新意义新价值”， 

并说，“吾人做新历史而无新 目的，大大可以不 

作”H J(1蕈)。这种重视历史的意义和价值的探讨，可 

以说已经是文化史研究的基本要求了。因为新史学 

的任务就是“(1)把过去重要时代的文化整体重新复 

原；(2)研究现代文化与制度的起源”[1](n盯I1 。在 

这里，可以说，(1)就是“新意义”，(2)就是“新价值”。 

可见，此时的梁启超已经完全接受了西方文化史研究 

的观点。 

至于文化史研究的作用，似乎梁启超更注重。 

“以为现代一般人之资鉴者也”，“以供现代人活动之 

资鉴”，表面看来，这是传统史学的史学观的折射。但 

在梁启超看来，这已经是与传统史学发生了质的变 

化。“旧史因专供特殊阶级诵读故，目的偏重政治，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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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又偏重中枢，遂致吾所认为极重要之史迹，有时 

反阙不载。”而“今日所需之史，则‘国民资治通鉴’或 

‘人类资治通鉴而已’。史家目的，在使国民察知现代 

之生活与过去未来之生活息息相关⋯⋯则史之 目的， 

乃为社会一般人而作，非为某权力阶级或某智识阶级 

而作，昭昭然也”_4J(I蕈)。这也就是说，文化史研究的 

作用是针对整个国民的，而不是如传统史学那样只专 

供统治阶级。因此说，文化史研究的性质就是国民史 

学。这样说来，文化史研究的性质与文明史研究的性 

质是一致的。可见，1920年代的梁启超史学观与 

1900年代的梁启超史学观仍然保持着一致。所不同 

的是，1900年代是批评多建树少，1920年代是建树多 

批评少。所以，梁启超从文化史研究的需要出发，竭 

力否定政治史，主张国民史。他在《<中学国史教本) 

改造并目录》 中，对政治史强烈地抨击。说政治史 

的特点，“旧式的政治史，专注重朝代兴亡及战争，并 

政治趋势之变迁亦不能说明”。政治史的恶果，不能 

使人了解先民的生活，产生爱国情感；历史与现代生 

活隔绝，致使学问与生活“打成两橛”；政治现象数千 

年绝少变化，而且又充满着奸诈黑暗，使人“徒增保守 

性或其他恶德，与民治主义教育适相背驰”。矫正政 

治史恶果的办法，“第一，以文化史代政治史；第二，以 

纵断史代横断史”。这里的“纵断史”就是通常人们所 

说的专门史，也就是文化史研究理论中的分科观念。 

可见，在梁启超看来，用文化史取代政治史不仅是新 

史学的发展趋 向，而且也是 中学历史教学的必 由之 

路。 

梁启超重视文化史研究的国民性质，而对其科学 

性质则同胡适一样作为方法论来看待。他说：“今日 

所需之史，当分为专门史与普遍史之两途。专门史如 

法制史、文学史、哲学史、美术史⋯⋯普遍史即一般之 

文化史也。”在这里，“专门史”就是上述的“纵断史”， 

也就是作为方法论的分科文化史。梁启超非常重视 

这方面的研究。他说，研究历史必须整体上认识历 

史，“历史上各部分之真相未明，则全部分之真相亦终 

不得见。而欲明各部分之真相，非用分功的方法深入 

其中不可。此决非一般史学家所能办到，而必待于各 

学之专门家分担责任。此吾对于专门史前途之希望 

也”。又说，“治专门史者，不惟须有史学的素养，更须 

有个该专门学的素养。与其责望诸史学家，毋宁责望 

诸个该专门学者”_4J( 蕈)。在《补编》中，梁启超干脆 

把专门史分为人、事、文物、地方和断代五个方面加以 

论述，并且提出“文化专史”的概念。指 出，“文化专 

史”就是“狭义的文化史”，专指“人类思想的结晶”，包 

括“宗教、哲学、史学、科学、文学 、美术等”。 

“普遍史即一般文化史”，就是通史 、全史 ，也是广 

义的文化史。它是在专门史基础上的更高层次上的 

研究。“专门史多数成立，则普遍史较易致力，斯固然 

矣。虽然，普遍史并非由专门史丛集而成。作普遍史 

者须别具一种通识，超出各专门事项之外，而贯穴乎 

其间。”_4J( 蕈)《补编》中的五种专门史的划分，实际上 

就是想以全史的方式鸟瞰文化史。以全史的方面看， 

梁启超虽然否定政治史，但并没有排除政治史。在 

“文物的专史”中，他列出了“政治专史”、“经济专史” 

和“文化专史”；在《<中学国史教本)改造并目录》中， 

也把政治史列为重要的内容。“将全史纵断为六部： 

1．年代，2．地理，3．民族，4．政治，5．社会及经济，6．文 

化。”在实践中，梁启超的重点也是政治史。这种口头 

上否定政治史，而实际上又青睐于政治史，固属矛盾， 

原因亦颇多，但也体现了传统史学在向现代史学转变 

的过程中，正主动地利用新的观念在装扮自己，发展 

自己，说明借助于文化史研究走史学现代化之路还不 

是一帆风顺。 

在文化史研究的方法方面，同文明史研究一样， 

梁启超注重因果的分析法。他说：“说明事实之原因 

结果，为史家诸种职责中之最重要者。”_4J(6章’但他也 

接受了新史学思潮 的观念 ，强调对于社会心理的研 

究。鲁滨逊曾说，只有借助于心理学，“才能说明那些 

历史学家必须加注意的‘进步’、‘退化’的问题”，才能 

够明白“关于文化的性质和传播的问题”，即“思想的 

变迁、制度的发展、发明的进步” 麟。醴)。李凯尔特 

也说，只有借助于心理学的普遍概念来分析历史个别 

性的意义时，才能够使“历史学才能成为科学”，“因 

此，关于历史学家，我们习惯于说，他们必须是优秀的 

‘心理学家” ](呦 )。梁启超虽然没有说心理学在 

史学研究中的作用，但他说明了社会心理的重要性。 

“所谓民族心理或社会心理者，其物实为个人心理之 

扩大化合品，而复借个人之行动以为之表现。史家最 

要之职务，在觑出此社会心理之实体，观其若何而蕴 

积，若何而发动，若何而变化，而更精察夫个人心理之 

所以作成之表出之者，其道何由能致力于此，则史的 

因果之秘密藏，其可以略睹矣。”_4J(6蕈’进而，梁启超 

论述了心理分析的条件、难度和步骤。 

综上所述，《中国历史研究法》及《补编》假借新史 

学思潮构建了中国文化史研究的基本理论，推动了中 

国文化史研究的进展。一方面，作为讲义，接受者多 

是青年学子，培养了大量的文化史研究人才；另一方 

面，梁启超作为近代学术史上著名学者，筚路蓝缕，勇 

于进取，不仅理论上倡导，而且实践中也尝试研究，为 

文化史研究树立了榜样。 

(二)“有系统之真智识”：讲演中的科学观念及其 

质疑 

1922年 8月 20日，梁启超在南通科学社年会上 

应邀做了《科学精神与东西文化》_6]的讲演。在这篇 

讲演里，梁启超从三个方面阐述了科学的概念和文化 

史研究者所应持有的科学精神。第一，批评当时的中 

国人对于科学的错误理解。传统文化把科学看做是 

形而下者，只重视治国平天下的大经纶，却“看到了那 

些脚踏实地平淡无奇的科学”；科学除了包括化学、数 

学、物理和几何之外，政治学、经济学和社会学，“只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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够得上一门学问的，没有不是科学”；科学本身“是为 

学问而求学问，为真理而求真理”，至于它的功过在于 

使用者。第二，指出科学的精神含义。科学精神就是 

“可以教人求得有系统之真智识的方法”。在这里， 

“求真智识”就是发现事物之间的“普遍性”；“系统的 

真智识”就是“知道事物和事物互相关系，而因此推 

彼，得从所已知求出所未知”，就是了解“事物的普遍 

性”和“事物的因果律”；“可以教人的真智识”是因为 

文化的发展，“全由于一人的智识能传给多数人，一代 

的智识能传给次代”。第三，指出中国学术界由于缺 

乏科学精神，所以存在着“笼统”、“武断”、“虚伪”、“因 

袭”和“散失”等弊病。 

1922年 12月，梁启超接受南京金陵大学的邀请， 

在那里做《什么是文化——为南京金陵大学、第一中 

学讲演》，阐发了文化史研究的理论。 

他说：“文化者，人类心能所开积出来之有价值的 

共业也。”人类有意识的活动才是文化，否则就不是 

的。“文化是共业的一部，但共业之全部并非都是文 

化。文化非文化，当以有无价值为断。”由此，梁启超 

把整个人类的活动分为有价值的“文化系”和无价值 

的“自然系”，并且指出，文化的发展是依靠创造和模 

仿两种形式。“创造者，人类以自己的自由意志，选定 
一 个自己所想要达到的地位，便用自己的‘心能’闯进 

那地位去。”创造实际上就是利用自然力，“人类能对 

于自然界宣告独立，开拓出所谓文化领域者”①。“模 

仿是复性的创造，有模仿才有共业。”这里的“复性”就 

是重复 ，它有两种形式，“一是个体 的复集，二是时间 

的复现”。在梁启超看来，有意识的模仿因为是经过 

自由意志选择的结果，其本质已经是“创造”。显然， 

这里的“创造”是对于巴克尔文明史动力观的发挥，而 

“模仿”则是对于鲁滨逊文化史动力观的阐发。 

谈到文化的内容 ，梁启超从两个方面予 以解释。 
一 方面，从人的欲求程度的高低看，为满足人类生存 

要求的活动，为“求物质的文化，如衣食住及其他工具 

等进步”；为满足人类的“求秩序、求愉乐、求安慰、求 

拓大”即发展要求的活动，为“求精神的文化，如言语、 

伦理、政治、学术、美感、宗教等”。另一方面，从人的 

活动的先后看，文化可以分为“业种”、“文化种”，它的 

特点是“活的”；“业果”、“文化果”，即人类有意识活动 

所“产出来的东西”的“实在体”，“结晶”，它的特点是 

“呆的”。这样，从内容上看，“文化是包含人类物质精 

神两面的业种业果而言”。 

同时又做《研究文化史的几个重要问题一 对于旧 

著(中国历史研究法>之修补及修正》的演讲，对文化史 

研究中的归纳法、因果分析法和进化观提出质疑。 

归纳法的特点是剔除事物相异的属性，抽出事物 

相同的属性，从而确定事物的内容和特点。而历史现 

象的特点是“‘一躺过’，自古及今，从没有同铸一型的 

史迹”。其因是“史迹是人类自由意志的反 ，而个人 

自由意志之内容，绝对不会从 同”。史学研究与自然 

科学正相反，“专务求‘不共相”’。因此，归纳法在史 

学研究 中是有限度的。“我想归纳研究法之在史学 

界，其效率只到整理史料而止，不能更进一步。”我们 

知道，李凯尔特把价值看做是史学区别自然科学的标 

志，并说史学的任务是探索个别性，但并没有否认归 

纳法，相反，主张用普遍化的概念来认识历史的个别 

性。梁启超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就贸然否定归纳法， 

作为演讲，作为他表层的历史感，是可以谅解的。但 

若作为他的核心史学思想 ，则是错误的。因为他真正 

的意识并没有否认归纳法。其时，在《历史统计学》 

中，他力主用统计学的方法揭示历史发展的规律，“发 

明出极有价值的原则”。“我并非说这是研究史学的 

唯一好方法；但我敢说最少也是好方法中之一种。因 

为史家最大任务，是要研究人类社会的‘共相’和‘共 

业’。”【7』统计学的实质就是归纳法。 

因果律的特点是“必然法则”，而人类社会则是自 

由的产物，“‘必然’与‘自由’，是两极端，既必然便没 

有自由，既自由便没有必然。我们既承认历史为人类 

自由意志的创造品，当然不能又认他受因果必然法则 

的支配，其理甚明”。“所以历史现象，最多只能说是 

‘互缘’，不能说是因果。”用自由意志来否认历史的因 

果律，从而否定史学的科学性，在巴克尔那里已经予 

以了批判。巴克尔主张用统计学的方法消除 自由意 

志对历史发展的影响。李凯尔特强调原因的揭示要 

与“财富的实现具有意义”，也就是要“与个别化的、与 

价值联系的”相关的结果即历史事件有关联。因此， 

李凯尔特并没有否认因果分析法，也没有否定史学的 

科学性。梁启超这样讲演，也只能说是他的表层的历 

史感的体现，并不真正表达他的核心史学思想。实际 

上，在他的内心深处，还是肯定因果分析法的。所以， 

他又说，在“全部历史里头”，文化“成了环境化之后， 

便和自然系事物同类，入到因果律的领域了，这部分 

史料，我们尽可以拿因果律驾驭他”。 

梁启超质疑他自己一直主张的进化论，开始倾向 

循环论。“我们平心一看，几千年中国历史，是不是一 

治一乱的在那里循环?何止中国，全世界只怕也是如 

此 ”他从生命意义上否定物质文明的进步，说，“要问 

这些物质文明，于我们有什么好处?依我看，现在点 

电灯、坐火船的人类，所过的 日子 ，比起从前点油灯、 

坐帆船的人类，实在看不出有什么特别舒服处来”。 

又说：“要问这些物质文明，是否得着了过后再不会失 

掉?”历史上的物质文明，很是脆弱，消失得也很快。 

① tt创造不必定当时此地发生效果”，也就是说，历史的影响可能要在事后才显现出来；“创造的效果，不必定和创造人所期待者同其 

内容”，就是说，人的主观动机与客观效果不一定一致 ；“创造是永不会圆满的”，生生不息，欲望不止，创造也将继续；“创造是不能和现实距 

离很远的”，人的有意识活动是受到现实环境的制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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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不能说是进化的。但梁启超也并没有彻底否定 

进化论，只是认为进化在于：“一、人类平等及人类一 

体的观念，的确一天比一天认得真切，而且事实上确 

也著著向上进行。二、世界各部分所能开出来的‘文 

化共业’，永远不会失掉，所以我们积蓄的遗产，的确 
一

天比一天扩大。只有从这两点观察，我们说历史是 

进化，其余只好编在‘一治一乱’是循环了。”总起来 

看，演讲中的梁启超接受了李凯尔特的文化史研究理 

论的影响，对自己一贯主张的文化史研究观点提出了 
一 些质疑。这些质疑客观上丰富了中国当时文化史 

研究的理论，是“五四”时期文化史研究理论的重要组 

成部分。但就梁启超而言，这些质疑首先是建立在对 

于李凯尔特文化史研究理论的误读基础上的，其次这 

些质疑只是梁启超史学思想中的支流，不是主脉，只 

是表层的情感，不是深层的思想。只因如此，不能据 

此给予梁启超史学以定性分析。要定性分析，只能依 

据他的《中国历史研究法》及《补编》。 

(三)未完之作：《五千年史势鸟瞰》和《中国文化 

史》 

《五千年史势鸟瞰》是在清华大学所做的演讲，是 

他构想中的3卷本《中国文化史》的第 2卷。这一卷 

的特点是对于中国文化史做哲学的分析 ，寻求出一些 

带有规律性的结论。但这一卷也如第 3卷一样，没有 

最终完成。已经完成的篇章有一是《中国历史上民族 

之研究》【8 J。全文分为5个部分，论述了中华民族的 

起源、种类、融合及其形式和原因。梁启超认为民族 

意识是民族发展的内在动力。依照他的说法 ，民族意 

识就是在血缘基础上长期的共同生活，发明文字，拥 

有了共同的信仰、学艺和趣嗜，并因而产生的自觉地 

认同意识。中华民族在远古时期有诸夏、荆吴、东夷、 

苗蛮、百越、氐羌、群狄、群貊等八组民族，经过几千年 

的发展融合，现在尚有中华族、蒙古族、突厥族、东胡 

族、氐羌族和蛮越族等5个民族。在这里，梁启超最 

强调民族的融合对于文化史的促进作用。他说：“大 

抵每经一度之化合，则文化内容，必增丰一度。”他总 

结民族融合的形式主要是 自然融合(平等交际、经 

济)、征服融合(征服、归降)和移民融合(外迁、内迁)。 

分析中华民族所以特别发达的原因主要在于文化特 

性：主干文化确立早，统一的象形文字；爱和平、尊中 

庸和平天下民族性 ；同姓不婚，与他族婚盛行的婚姻 

制度 ；经济发达。他对于本民族文化的发展充满着信 

心。他说中华民族是一个极其复杂巩固的民族，在过 

去的发展中付出了极大的代价，将来“绝不至衰落，且 

有更扩大之可能性”。鉴于中华民族来源的认识不 

同，梁启超主张将这一问题先搁置，“吾以为在现有的 

资料下，此问题只能作为悬案”。这种存疑的方法应 

该说是科学态度。二是《地理及年代》【9J。论述地理 

环境与文化史发展的关系和文化史的纪年与分期问 

题。地理对于文化史的影响在于初始。“当文化愈低 

度时”，地理的作用愈强，不仅影响人的生活 ，也作用 

于人的心力，从而形成民族性格，“此种性格，递代遗 

传，旋为历史上主要之原动力”。就中国而言，黄河流 

域 ，“原大而饶，宜牧耕稼，有交通之便”；东濒大海，西 

临山峦，自成一体。这样的环境对于文化史的作用主 

要是 ：独立之文化系；尊中庸 ，爱和平 ；绝不含神秘主 

义；科学思想发展甚缓，缺乏颖异深刻的美术思想，伦 

理的人生哲学最为发达；有弘纳众流之量；孤立，单 

调，保守；“大一统主义”；专制的政治；自治不能发达； 

不认国家为人类最高团体，而常以“修身”为出发点， 

以“平天下”为究竟义。这些观点可以说是全面地概 

括了中华民族的文化特性。关于文化史的纪年与分 

期问题，在《中国史序论》中，梁启超主张采用孔子纪 

年法，“最合于中国”。因为孔子是东方文化的教主， 

中国第一的人物 ；在这里又主张用公历纪年法。分期 

问题上也有变化：名称上由原来的上世史、中世史和 

近世史改为远古、近古和今代；起讫上由原来的中世 

史起自秦终至清乾隆，现在改为自秦至 1911年；内容 

上原来考虑民族与外族关系，现在则更多是考虑政治 

和文化的因素。三是《最初可记之年代》【9J。这篇是 

考证中国文化史最初纪年应该从哪一年开始。显然， 

这是《中国史序论》和《地理及年代》讨论的延伸。在 

这里，梁启超显露出其矛盾的情绪。一方面，受科学 

实证的影响，梁启超对于传统观念中的纪年，如《俗 

史》所载自黄帝始至今(1920年代)中国历史已有 

4625年，汲冢《竹书纪年》自夏禹至今(1920年代)则 

有3915年等，都不愿采信。主张采信确实有文字记 

载的年代：“若采最严谨的态度，当宗《史记》，以西周 

共和元年为断⋯⋯故吾侪认《史记·十二诸侯年表》所 

载纪年，为中国有正确年代之始。自是即衔续不断以 

迄今日。质而言之，则我国史迹在时间上不生疑问 

者 ，最少已阅二千六百七十一年之久也。”另一方面， 

对于悠久灿烂的传统文化，尤其是先秦文化，这样的 

截断横流显然无法说明，于是梁启超又说 ：“中国有严 

格的正确年代，虽仅二千六百余年，其有史则固当原 

溯诸四千年以上矣。”梁启超的矛盾，应该说是整个 

20世纪文化史研究者共有的。时至今日，虽有“夏商 

周断代工程”专门研讨，但这一问题还没有一个清楚 

的答案。《中国文化史》原是梁启超在清华大学授课 

时的讲义，是他构想中的三卷本《中国文化史》中的第 

3卷，也是其主体卷。从 20世纪初年起，受文明思潮 

的影响，梁启超就蓄有编纂中国通史的志向，并已写 

出《中国史序论》，随后屡做屡辍，但已成就了部分章 

节。在“五四”新史学思潮的刺激下，原拟的中国通史 

编纂计划遂演绎为中国文化史的编纂计划，试图从更 

． 广阔的视野里回顾传统中国文化所经历的路程 以及 

所取得的成绩。因此，总体性和分科性是《中国文化 

史》的第一个特点。就总体性而言，梁启超以其恢弘 

的学术气魄，为罄尽中国文化史的方方面面，列出 25 

个专题：朝代、种族、地理、政制、政治运用、法律、军 

政、财政、教育、交通、国际关系、饮食、服饰 、宅居、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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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通商、货币、农事及田制、语言文字、宗教礼俗、学 

术思想、文学、美术、音乐、载籍。其中的种族、政治和 

学术思想又拆分为二，实际上是 28个专题。就分科 

性而言，梁启超在这28个专题的基础上，又细分出相 

应的子课题。子课题细化的目的是穷源竟流，探索文 

化史的规律。据粗略统计 ，子课题有 204个之多。这 

样庞大的学术规模和计划，就是博学多识、聪敏勤奋 

如梁启超也难以完成，更不幸的是他英年早逝，无暇 

完成。尽管如此，他毕竟留下了他的打算，留下了《中 

国文化史——社会组织篇》L1。。，这些为我们了解他的 

文化史研究的实践情况，已经是弥足珍贵的资料。 

《中国文化史——社会组织篇》约有6万余字，分为 8 

个专题，即母系与父系、婚姻、家族与宗教 、姓氏、阶级 

上(统治者)、阶级下(被统治者)、乡治和都市。以现 

在的学科划分看，当属于社会史的范畴。注重阶级分 

析是《中国文化史》的第二个特点。《社会组织篇》用 

两节的篇幅专门论述贵族、统治阶级和平民、被统治 

阶级的身份演变，指出，阶级的存在是历史的必然： 

“故阶级者，人类社会所不能免也。”并注意到经济生 

活的变动和统治阶级政策的变化对于被统治阶级的 

人身解放有着密切的关系。他解释清朝中叶以后男 

奴的身份“渐次绝迹”因是“实在生计状况之变动与赋 

役制度之改良”。清朝初年，地旷人稀，豪强兼并占有 

大量土地，于是利用奴隶为自己创造财富。“凡蓄奴 

者，皆以殖产也。”而中叶以后，腹地各省“人丁滋衍， 

地狭民稠”，没有大土地占有者的存身之地，拥有奴隶 

也无利可求，“不容大农发生之余地，蓄奴者无所利， 

故不禁自绝也”。又，秦汉以来，以人头征赋役(口算 

之赋)，贵族豪强免交，于是贫苦农民为逃脱赋役，“自 

鬻或被诱略为奴”，甚至有“带地投靠”。这样，豪强越 

富，政府益窘。清朝康熙51年制定“丁随地起”之制， 

屡次颁布“滋生人口永不加赋”之谕，目的虽不是禁 

奴，“然而投靠不劝自绝，逃亡贩鬻，亦清其源”，男奴 

就这样消失了。众所周知，阶级斗争和经济分析是唯 

物史观的基本内容，梁启超以“新史学”的观点接受并 

娴熟地运用，可以说，为唯物史观的传播起到了促进 

的作用①。方法上的尝试是《中国文化史》的第三个 

特点。第一，注重概括归纳。如总结“我国婚姻制度 

之主要精神”在于：“婚姻为旧家庭之扩大及继续”， 

“绝对承认男女平等之原则”，“男女作合，皆由父母或 

长亲主之”。说周代姓氏的来源有4种：“天子以命诸 

侯以国为氏”，如管、蔡、成、霍、鲁、卫、毛；“侯国之支 

庶以王父为氏”，如公孙、展、孔；“世其官者，则以官为 

氏”，如司徒、司马、司空；“受有采邑者，以邑为氏”，如 

祭、尹、苏、刘。还总结乡治的主要事情有四：农耕合 

作，义务教育，办警察，练乡兵。第二，因果分析。分 

析战国时贵族阶级消亡的原因：学问上由于许多侯国 

的灭亡，使一些卿士大夫失其爵位成为平民，“学在官 

府”的局面打破，尤其是孔墨私学兴起 ，于是学问的中 

心在民间；生计上商业阶层勃兴冲击了原来“惟农是 

务”因循守旧的贵族阶级；政治上各国并立，以人才多 

少争强弱，使贵族阶级“皆尊降贵，不敢以宠位骄人， 

政治活动区域，卒全为平民阶级所占”。又如说乡治 

实施条件，必须在社会比较安宁有秩序时乃能实行。 

因为“乡民抵抗力薄，受摧残亦较容易”，在鼎革丧乱 

中乡民能保持其地位的很少，只能“束手以待盗之鱼 

肉”。这些分析，现在看来，仍然觉得全面中肯。第 

三，关注现实。梁启超以饱满的历史责任感，通过古 

今、中外的比较对照，特别关注现实的发展。在讲到 

婚姻自由问题时，他说，父母干涉的婚姻传统，其中 

“颇有精义”。因为“青年男女自择配偶，是否适当，当 

在今日欧美尚为问题。若我国往日早婚之俗，未成年 

无别择能力者，更无论矣”。基于奴隶是大产业经济 

的产物，说现代化的工厂制不利于人的解放：“自今以 

往，组织，受世界潮流之影响而剧变，大工行将代大农 

而兴，其利于蓄奴也盖相若。奴之名义，固非现代所 

能复活，然而变相之奴且将应运而生焉。此则视劳动 

立法之所以防救者何如矣。”这些议论，虽不一定正 

确，但对于现实生活的关照，却是文化史研究的旨趣 

所在。此外，在文化史编纂体例上，梁启超做了非常 

有益的尝试。《社会组织篇》的第 1到5章，仍然采取 

他所惯常的史论体方式，边叙边议，事实与观点交融， 

浑然一体，一气呵成。第 6到第 8章，则一改往 日风 

格，采用纲目体，即以叙述为纲，大字顶格排印，以注 

疏为目，小字空两格排印。纲目体的特征是论与史分 

明，史家的主观见解与客观事实豁然两清。从文化史 

研究的发展看，史论体和纲目体构成编纂文化史的两 

种主要的方法。而这两种方法集中体现在一位史家 

的一部书里，却也是奇缘。 

综上所述，作为最早的文化史著之一，《中国文化 

史》对于“新史学”的文化史研究理论予以了有益的尝 

试。其实际的成果虽微，然其构想之宏伟博大与方案 

之切实可行 ，深深影响了后世的文化史研究。就其构 

想之总体性而言，随后王治心的《中国文化史类编》， 

王德华的《中国文化史略》，现代姜义华主编的百卷本 

《中国文化通志》，都可说是受其恩惠。而就分科性 

① 诚然，梁启超《非唯》(《饮冰室合集·文集》之41)质疑唯物史观。但他并不根本反对唯物史观和唯心史观。他只是反对片面地夸大 

“心力”或经济的作用。他批评“唯心”说：“必要将所有物质的条件和努力一概否认 ，才算贯彻，然而事实上哪里能做到。自然界的影响和限 

制且不必论，乃至和我群对立的人们，从我看来，皆物而非心。我 自己身体内种种机关和生理上的作用，皆物而非心。总而言之，无论心力 

如何伟大，总要接受物质的限制，而且限制的方面很多。”又说：“乃至最狭义的经济活动为构成文化的主要因素，这些学说，我都承认他含有 

一 部分真理。”他批评“唯物”说：“若不承认一点心力的神秘，便全部人类进化史都说不通了。若要贯彻唯物的主张吗?结果非归到‘机械的 

人生观’不可。”现在看来，梁启超对于当时人们的唯心史观和唯物史观的理解的批评，应该说还是有道理的。所以，不能据此指责他反对唯 

物史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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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随后吕思勉对于中国通史和中国文化史的研究以 

及王云五主编的《中国文化史丛书》，都采用的是这种 

分科性的方法。 

结 语 

“新史学”思潮的文化史研究理论“五四”时期输 

入国内，在其影响下，梁启超不仅构建了中国的文化 

史研究理论，而且进行了研究的实践。 

就理论层面来说，影响梁启超文化史研究的不仅 

仅是鲁滨逊和李凯尔特，此外还有冯特 、柏格森等。 

只是影响最大最直接的当是鲁滨逊和李凯尔特。在 

这里，李凯尔特对于梁启超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因 

为在《什么是文化》中他自己说读过李凯尔特的著作。 

而鲁滨逊是通过什么样的途径影响梁启超呢?就目 

前笔者所掌握的资料还不能明确地说明这一问题。 

我们知道，鲁滨逊的《新史学》是由何炳松最先从美国 

介绍到国内，1920年在北京大学和北京高师“做讲授 

西洋史学原理的教本”，次年译成中文【1 。但真正出 

版是在 1924年，此时距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问 

世已经过了两年。那么，梁启超是否接受过《新史学》 

呢?我们不得而知。是否可以推测，当何炳松在北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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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实践层面说，从 1920年代以后到去世，文化史 

研究就一直是梁启超学术研究的重点。从理论的构 

建到实践的研究，乃至于营建学术机关“文化学院”以 

培养造就拥有传统文化知识和研究能力的人才，可以 

说，梁启超是殚精竭虑，惨淡经营。但是从名义上的 

文化史看 ，文化史研究只占他整个思想的很少一部 

分。他的学术思想尤其是史学思想的核心是中国通 

史。中国文化史只是中国通史在新时代的变种。但 

是，若从广义的文化史看，他所研究的都应该归纳进 

去。如《先秦政治思想史》、《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 

《中国之美文及其历史》、《近代学风之地理分布》等， 

都可以说是文化史著的典范。但因为课题的限制，这 

里就不再专门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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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new history ideological trend，which was initiated by American historian Robinson and Genmn scholar 

Heinich Rickert，arglle8thatthe difference betweenthe study ofcultural history andthetraditional history stuayliesinthe as— 

pect that the former expands the scope of the history study and takes all human questions into consideration．Therefore，the 

objectives ofthe cultural history study are the followings：the first，revealing the rule and value ofthe history by nlegtns of ab— 

stracting the reality from the individuals；the second，telling the differences of history stuay from the natural sciences in the 

aspects ofhistoricity and individuality；the tlIi ．the scientization of the history study is actually the stuay of culture st,Jay． 

During the May 4th Movement，having accepted the new history ideological trend，Liang Qi—chao not only constructed the new 

theory system of history stuay in China in Ch／nese H／story Methodology and Amendment to h，but also nlltde the partial~tuay 

of Chinese cultural history in成rd's-eye Fzew ofthe 5．000一year History Study ofChina and Chinese Cultural History：Its So— 

cial Organ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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